
摘 要：本文认为，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有其独自的内容和方法。随着濒

危语言研究的深入，语言学家将会更加关注濒危语言的研究，也将随之建立起适合于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

体系和方法论，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濒危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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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年来，随着世界上濒危语言的逐渐增多，人们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濒危语言

研究已成为新的热门话题，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已成为语言学家的共识。在应用

上，濒危语言研究在保护语言资源和文化资源、制定语言对策以及协调语言关系等方面的

作用是容易理解和认识的。但在理论上，它究竟有何价值，特别是对语言学学科的建设有

何重要意义，这是目前尚未认清并未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主要以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经

验和体会，探讨濒危语言研究在语言学研究中所处的地位，并预测濒危语言研究将成为语

言学中的一个新分支学科。

一、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

纵观语言学史，语言学研究主要经历了传统语法、历史语言学、结构语言学等几个阶

段。历史语言学重在研究语言演变的规律，并通过语言比较构拟原始母语；结构语言学则

注重语言内部结构的分析原则，使用一整套方法揭示语言的结构特点；而后来出现的转换

生成学派一反过去不重视外在的言语行为，而主要研究人的大脑的语言能力。这些不同的

学派，主要是探索语言内部的构造及其演变、生成的规律，其共同的目标是探讨语言究竟

是一个什么现象，包括它是怎么起源的，怎么分化的，怎么融合的。这也就是说，以往的

语言研究是研究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正在使用并不断丰富、发展的语言，

即常规发展的语言。

但濒危语言研究则不同，它研究的对象是正处于衰亡的语言，或濒临死亡的语言。其

研究的内容是揭示濒危语言的特点，包括使用功能和本体结构的特点。具体说来，它研究

濒危语言的语言活力，确定某个濒危语言的活力处于什么状态；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个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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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消亡，其中主要因素是什么，次要因素是什么；濒危语言在语言结构上呈现出什么状

态；对待濒危语言的语言态度等等。

以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研究语言使用情况，研究语言活力，但并不研究语言功能

的衰退、语言的消亡。结构语言学研究语言，面向的是正常运行的语言内部结构，并不关

注濒危状态下的语言特征。濒危语言研究，不同于传统的语言结构分析，也不同于传统的

语言分化、语言融合的研究。

语言学史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新学派、新理论、新方法的出现，或与语言

学家对语言本质特点认识的变化有关，或与社会现实对语言需求的变化有关。比如，20世

纪兴起的结构语言学，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在实地调查、研究没有文字记录的印地安语

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是因为印地安语的特点与印欧语不同，已有的理论、方法已不适用，

促使语言学家去探索新的路子。语言研究中出现了濒危语言研究的新内容，是由于世界语

言的演变大面积出现了语言濒危的新现象，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濒危语言研究。人们看到，

如何对待濒危语言，不仅涉及语言的保存问题，还关系到文化生态的保存，因为语言是文

化的重要内容，还是部分文化的表现形式。所以濒危语言问题一出现，立刻引起语言学家、

民族学家以及其他社会人文学家的关注。语言学家关注濒危语言研究，是语言学家关心语

言现实的表现。濒危语言研究，必将为语言学研究增添新内容，推动语言学的新发展。

二、语言功能研究的新课题

语言功能，是指语言在社会中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具体语言的功能，是受语言使用

人口的多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历史背景、民族关系的特点等条件制

约的。语言濒危，其实质是语言功能的严重衰退，因而研究濒危语言，就离不开对语言功

能的研究。通过这些年濒危语言功能的研究，我感到必须建立、区分以下几个相关的概念。

（一）“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

存在于同一社会的不同语言，由于各种内外原因（包括语言内部的或语言外部的，历

史的或现时的），其功能是不一致的。有的语言，功能强些；有的语言，功能弱些。强弱的

不同，使得语言在使用中自然分为“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两类。这是客观存在的事

实。多语社会的不同语言，语言竞争通常出现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之间，其关系错综复

杂，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由于语言功能的大小不同，加上不同语言的社会

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语言竞争存在不同的走向，有着不同

的结果。语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而改变自己。能适应的，就能存在，

就能发展；不太适应的，就会发生变化；很不适应的，就会出现功能衰退，甚至走向濒危。

濒危语言是“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在语言竞争中产生的结果之一。

语言竞争主要有以下几种走向：一种是互相竞争的语言长期共存，功能上各尽其职，

结构上相互补充，在竞争中各自稳定使用。虽然进入竞争的语言有强弱差异，但弱者有其

使用的范围，不可替代，不致在竞争中失去地位。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关系大多属

于这一类。一种是：弱势语言在与强势语言的较量中，功能大幅度下降，走向衰退。其表

现是：功能衰退的语言，只在某些范围内（如家庭内部、亲友之间、小集市上等）使用；



部分地区出现语言转用。我国的毛南语就属于这一类型。还有一种走向是：弱势语言在竞

争中走向濒危，在使用中完全被强势语言所代替。我国历史上分布在北方的一些语言，如

西夏、鲜卑、契丹、女真、焉耆、龟兹等语言，在语言竞争中消亡了。我国目前还有一些

语言，也正处于濒危状态，引起人们的重视。如赫哲语、土家语等。

研究濒危语言，必须科学地认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关系，把濒危语言放

在这一对关系中去考察。

（二）“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

研究濒危语言，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濒危语言。语言功能退化到一个什么程度才算是

濒危语言？怎样确定濒危语言的标准？这些问题在语言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成

为濒危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如果不能科学地确定濒危语言的界线，任意扩大或缩小濒

危语言的范围，把已濒危的语言和尚未濒危的语言放在一起谈，就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

无论在理论上、解决实际问题上都是不利的。当然，这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问题，需要经

过一番艰苦的探讨才能解决。

在《濒危语言研究中定性定位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文中，我与邓佑玲初步提出了“以

量化的多项综合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判定一种语言是否是濒危语言”的论点，认为造成语言

濒危的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濒危语言的形成，主要与使用人口、使用范围、

使用功能等因素有关，而且还受历史变迁、民族关系、婚姻关系等因素的制约。面对如此

纷繁复杂的现象，如果没有一个量化的、可操作的指标，只依某一单项指标，则难以判断

是不是濒危语言。多项综合指标体系指的是与语言功能相关的因素，包括语言的使用人口、

使用功能、使用范围、使用频率等。这当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是最重要的。综合指标

体系存在主次之分，所以还可分核心指标和参考指标两类。当然，这里提出的只是一个大

的框架，在具体实施时还要进一步细化。

近期，我与张景霓又提出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的观点。因为在濒危语言

研究中，有的把人口少作为判断濒危语言的唯一标准，甚至把使用人口在五万人以下的都

列为濒危语言。诚然，使用人口少的语言容易出现濒危，但从我国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看，

并非完全如此，因而不能笼统地以此划界。事实是，有的语言虽然使用人口少，但在某种

特定条件下不一定出现濒危。我们在实地调查中，多次看到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分布在我

国西南边疆的独龙族，人口只有 7426人（2000年），但由于主要聚居在云南独龙江一带，

较好地保留自己的母语。又如，说波拉语的景颇族支系，虽只有 500余人，部分人还与说

别的语言的支系杂居在一起，但他们的母语波拉语却无一例外地在使用。有的民族虽然部

分人因与别的民族杂居而出现语言转用，但其主体部分或一部分却仍然稳定地使用自己的

母语，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这样的语言不能算作“濒危语言”，只能算做“衰变语言”。阿

昌语、毛南语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近期经过实地调查而获得的毛南语

情况。

毛南族是分布在我国广西的一个少数民族，总人口为 71968 人（2000 年）。主要聚居

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共有 58893人（2003），占毛南族总数的 77%。但毛南语使用人

口只有 31000人，约占毛南族总人口的 43%，57%的人已转用壮语或汉语。因而毛南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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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较少的一种语言。保持母语的毛南族，还普遍兼用汉语，并

有相当一部分人兼用壮语，是一个全民双语型和部分三语型的群体。从是否保持母语这一

角度分析，毛南族的语言使用状况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母语保持型；一种是母语

消失型。这两种不同的类型，是毛南语语言活力的不同层次，反映了毛南语语言功能下降

的递进性和渐变性，同时也反映了毛南语使用功能的不同走向。

下南乡是毛南语稳定使用的一个地区。这个乡的人口有 20018 人（2003），居住着毛

南、壮、汉等民族，其中毛南族占总人口的 98.2%，几乎是清一色的毛南族聚居地。毛南

语是这个乡的通用语，毛南族无一例外地会说毛南语。我们于 2004年 2月和 2005年 3月

两次到下南乡做实地考察，看到那里的毛南族家庭全都使用毛南语交际，一家男女老少都

会说毛南语，特别是青少年几乎全都会说毛南语。在村寨中，居民的交谈用毛南语；集市

贸易中使用的语言主要也是毛南语，间或杂以壮语或汉语；村里开会时也用毛南语，只是

在传达文件时用汉语。乡里的干部正式开会时说汉语（桂柳话），但在会下交谈时仍用毛南

语。毛南族有丰富多彩的、用毛南语创作的口头文学，如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和民歌等，

他们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发扬和保留了毛南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这个乡停留期间，

我们真实地感受到毛南语旺盛的语言活力，以及毛南语稳定使用的状态，丝毫没有感到毛

南语有濒危的迹象。当我们向村民问到毛南语是否会消失时，他们普遍回答“不会消失”，

而且认为毛南语在很长时间内还会使用下去，甚至有的还很自豪地说“毛南语会永远保持

下去”。

毛南语在下南乡得以保留，是由多方面条件决定的。其中既有社会、地理、历史、人

文等条件，还有民族关系、语言观念等制约因素。这些构成了一个语言得以稳定保存使用

的外部机制，使其不至于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的冲击下，改变或丧失基本的使用功能。

区分濒危语言和衰变语言有其理论价值。它区分了语言功能衰退的类型，有助于划定

濒危语言的界线和对濒危语言的认识。而且在应用上，有利于“对号入座”，制定濒危语言

的对策。

三、语言结构研究的新角度

语言走向濒危，必然在语言结构上有所反映，有不同于非濒危语言的特点。研究濒危

语言，除了研究濒危语言的功能及其成因外，还要研究濒危语言结构的变化。濒危语言结

构变化的研究，是语言本体研究的新角度，能使我们获得未知的语言特点，丰富对世界语

言的认识。因为语言学家过去研究语言只研究正常使用的语言结构，而濒危语言结构研究

则要挖掘因语言濒危而出现的新特点。

濒危语言的结构变化，有不同程度的“等级”，变化的方式也不相同。与非濒危语言相

比，濒危语言的结构变化一般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1、濒危语言受强势语言影响的程度较

深。影响甚者，外来成分已进入核心领域，并部分地改变本语的基本特点。有的甚至出现

与“强势语言”趋同的趋势。2、濒危语言受强势语言影响的面较宽，涉及语言结构的方方

面面。不仅词汇、语音受到影响，相对稳固的语法也受到影响，甚至在语言表达特点上也

受到影响。3、濒危语言结构的变化受语言使用者等社会语言学因素的制约较大，不同年



龄、性别、职业的人的言语变体相对明显。下面举仙仁土家语的一些例子 。

土家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湖南、湖北、四川诸省，人口 8028133 人（2000 年），目前

会说土家语的土家族人还不到总人口的 3％，已处于濒危状态。仙仁土家语是湖南省保靖

县仙仁乡土家人说的话，是保存较好的一种土家话。但仙仁土家语在长期与汉语接触的过

程中，已受到汉语强烈的、大面积的影响。

词汇方面，在 2844个词汇中，汉语借词已有 1404个，占 53.1％。汉语借词包括大量

最常用的基本词，如“月亮、沙子、气、胆、老人、朋友、父亲、母亲、弟弟、马、猫、

芽秧、玉米、棉花、裤子、盖子、高、低、满、新、老、甜、沉、叠、骑”等。不仅有实

词，还有不少虚词，如“很、真、还、也、再、可能、大概、不、比、的”等。数词用土

家语只能数到“六”，“六”以上都使用汉语借词。有的概念，虽有土家语词，但不使用而

使用汉语词。有不少概念是汉语词和土家语语词并用的。还有不少复合词，构词词素是由

汉语词素与土家词素构成的。

语音方面，仙仁土家语同样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包括声韵调各方面。在声母上，阳

平浊声字的汉语借词影响仙仁土家语出现声母浊化现象；汉语借词的影响使得仙仁土家语

出现大量送气与不送气并存；汉语借词带进了一些鼻化元音等。

在语法方面，仙仁土家语受汉语的影响也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有：出现了“数＋量＋

名”的新语序；吸收了汉语的 VO 语序，OV 与 VO 两种语序并存；借用了汉语的判断词

“是”，构成判断句；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虚词等。

总的看来，仙仁土家语接受汉语的影响已进入核心领域，在发展趋势上正在向汉语的

特点趋同。

四、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濒危语言学

濒危语言研究与以往的语言研究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但濒危语言研究是

语言学研究的新领域、新课题，有其独自的内容和方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化的

深入发展，以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相互交往的不断加强，濒危语言的出现将

会增多。语言学家面对语言变化的现实，将会更多地、更深入地研究濒危语言，并会逐渐

建立起适合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使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学科——

濒危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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